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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借助“算法黑箱”的平台市场垄断行为具有隐蔽性强、效率高、危害大和多

边依赖性强等特点，使当前平台反垄断治理成为世界性难题。传统以政府—企业的原子

式单向治理模式和以命令—控制为主要特征的刚性规制方式容易造成“一管就死、一放

就乱”的监管悖论。如何兼顾发展与规范、创新与监管是当前平台经济治理亟需解决的

课题。本研究以智慧规制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网络柔性治理理论，运用区块链技术，创

新性地提出平台数据与算法反垄断柔性治理模式。首先，通过对平台算法行为解构，利

用区块链技术在时间连续性和空间一致性上的优势，建立平台分布式算法行为的状态观

测机制；其次，采用网络化协同共治范式和 PMA 三层委托代理模型，将事前平台自证、事

中同行他证和相对交易人举证、事后监管印证的全过程监管体系融入其中；最后，通过建

立平台经济多元主体相互监督和制约的协同化行为规范，实现平台自治、同行他治、社会

监督和政府监管约束强度逐级释放的治理架构及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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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平台经济中，以数据和算法“武装”起来的产品搭售、不公平价格行为、低于成本价销售、差

别待遇、拒绝或限制交易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具有行为隐蔽、执行高效、多边依赖性

强等特点，长期以来是平台经济治理的痛点。而新型算法技术的不断涌现和数据的跨域多模态聚

合趋势也正在加剧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的难度。

2022年 11月 30日，美国 OpenAI公司推出 ChatGPT3.5，发布五天用户数就破 100万，两个月后，月

活跃用户数就突破 1亿，成为人类历史上用户数增长最快的消费级应用之一。以 ChatGPT为代表的通

用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是一种采用 Tansformer为核心框架的神经网络

自监督大语言模型，其拥有超大规模参数量和多模态识别能力，将过去仅局限于特定细分领域的机器

学习算法扩展到多模态、跨域的通用级别。目前，国内平台企业也相继推出类似 ChatGPT的大模型平

台百余种。基于神经网络自监督的大语言模型虽然拥有训练高效、自适应学习、预测准确度高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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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强等优势，但也存在算法结果不可解释、难以规约等安全性问题；同时，大模型训练需要收集

世界范围内的跨域海量多模态数据，如此大规模信息的汇聚成为数据滥用的温床。因此，新型信息技

术带来的数据和算法的安全性问题为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为此，世界主要经济

体先后出台了相应的法律规范以限制平台数据与算法的滥用，维护市场公平性、消费者权益，约束

资本的无序扩张。但是，在以法律规制为主的“刚性治理”模式下，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

题，因为过度限制数据与算法的使用，又将打击数字平台的创新积极性和市场活跃性。在平台经

济反垄断治理时，需要兼顾数据与算法为平台经济带来的新业务、新模式和新技术的创新动能。

当前，在滥用数据和算法的平台市场垄断行为治理中，主要存在以下难题：一是“算法黑箱”隐

藏了违法行为。平台经济利用“算法黑箱”，将商业动机和行为隐藏在代码和指令中，使得外界很

难发现其违法行为。二是滥用个人消费数据判定难。个人消费数据是个人参与平台服务过程中

由平台算法加工生成，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和核心资源，被平台视为内部商业机密也不愿

主动共享和接受外部监管，致使监管机构对平台违法的判定常常缺乏依据。三是相对交易人自主

举证难。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基本法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但利益受到平台侵害而诉诸法律的

原告很难从平台“运营黑箱”中提取有效证据，因此，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原告胜诉率极低。四是

事后执法面临失效风险。在平台反垄断案例中，市场监管部门主要是在收到投诉、举报和网络舆

情爆发后再立案调查的事后执法方式，但这是在市场公平环境已遭破坏、消费者、合作方利益受损

后才发起的回应型治理，而平台经济治理的关键是如何防患于未然。五是刚性治理限制平台创新

积极性。通过有针对性的立法和严格执法等刚性规制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平台对数

据和算法的滥用行为，但“一刀切”的刚性限制手段又将影响平台的创新积极性。特别是，直接针

对数字平台建立算法透明度、数据可移植性、互操作性等行为制定具体的义务和禁令清单，不仅不

能有效遏制平台的垄断行为，还可能妨碍数字市场的创新。

平台经济反垄断中面临的这些难题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为适应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市

场多样性、行为隐藏性、业务创新性和新型技术涌现等特征，学者们开始探索更为灵活的新型治理思

路，即智慧规制（smart regulation）。该理论强调政策工具与新技术相结合，将“命令与控制”和“经济激

励与道德劝说”协同应用，视治理为一种动态的、智能的过程，强调规制的多元性、参与性和自治性，以

促进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Zetzsche等，2017［1］；Gunningham和 Sinclair，2017［2］）。智慧规制理论受到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正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但是，迄今为止，理论界对此的研究还处在概

念形成和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可以付诸实践的系统完整的理论模式和设计方案。

目前，中国的数字经济产业正处于从野蛮生长转型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信息服务、生活服

务和网络销售等大型数字平台，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业务瓶颈期，急需新业务、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①，2021 年中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 21.2%，而进入 2022 年

后，中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呈现断崖式减速，同比下降 1.1%，首次进入负增长，且明显低于 2022年

全国 GDP 增长速度。因此，在对平台数据和算法滥用进行治理的同时，应注意保护平台对数据和算

法的合理运用与积极创新。

针对国内平台数据与算法反垄断治理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和全过

程的监管体系为目的，依据智慧规制理论，结合社会网络柔性治理论，创新性地提出建立一种基于

区块链技术的平台经济多元主体相互监督和制约的协同共治网络，实现平台自治、同行他治、社会

监督和政府监管约束强度逐级释放的柔性治理模式。同时，本文利用区块链技术在时间连续性和

①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2 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运行情况［EB/OL］.https：//www.miit.gov.cn/gxsj/
tjfx/hlw/art/2023/art_40202ca145fe4d34a5ca4cf2f5dfc91e.html，202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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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一致性上的优势，设计了一种分布式平台算法行为状态观测机制，并采用网络化协同共治范

式和 PMA 三层委托代理模型，将事前平台自证、事中同行他证和相对交易人举证、事后监管印证的

全过程监管体系融入其中，为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提供一种更有效的设计方案和对策建议。

二、 平台算法反垄断相关研究

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普及和 O2O 产业兴起，消费互联网行业相继涌现出各

类型平台企业，其大规模的平台数据和算法应用引发“大数据杀熟”“算法黑箱”“价格歧视”和“隐

私数据滥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对数据和算法引起

的垄断行为分析（陈兵，2018［3］；詹馥静和王先林，2018［4］；孙晋和钟原，2018［5］；杨东和臧俊恒，

2020［6］）。他们认为，数据一方面可以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又极易引发滥用数据、排除竞

争、价格合谋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隐忧。数字平台经济利用其网络外部性、动态调整、算法

隐匿性、数据驱动以及跨界运营等能力形成市场垄断地位，对各国传统反垄断执法形成严峻挑战，

并引起国内外学者和政府的严重关切。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算法共谋和数据滥用导致的平

台市场垄断成因分析及其治理策略两大方面。

1.平台算法垄断的问题成因研究

（1）算法共谋形成算法霸权。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可以将商业合谋扩大到市场不易监测的其

他领域，甚至可以控制人们的一切网上行为（Stucke 和 Ezrachi，2016）［7］。对此，美国法学教授莫里

斯·斯图克和牛津大学法学教授阿里尔·扎拉奇于 2015 年提出“算法共谋”概念，并对算法共谋做出

了四种场景分类：一是信使场景，指垄断组织利用计算机程序、算法、网络数字信号等手段，自动通

知各成员之间的价格操纵行为；二是中心辐射式场景，指依托一套中心化算法程序，统一协调各成

员之间的价格与供应量；三是预测型代理人场景，指经营者将算法程序作为共谋代理，自动监控和

调整市场价格和销量，从而在经营者之间实现一种默许共谋；四是电子眼场景，指将人工智能算法

比作具有“上帝视角”的电子眼，以算法智能决策代替经营者人工决策，从而实现完全智能化的共

谋场景（扎拉奇和斯图克，2018）［8］ 。Calvano 等（2020）［9］对定价算法进行了计算机模拟实验，证明

即使经营者之间在算法上不进行沟通，算法也会不断地通过自主学习将价格提高到竞争水平之

上。段鹏（2020）［10］研究指出，平台算法以其精准的解析力和隐藏的执行力逐渐成为各数字平台实

现其商业利益的权力代理人，对算法权力的滥用将对全社会带来潜在威胁。

算法共谋的出现使得企业能够利用算法在市场上进行不易监测的合谋行为，从而控制网上的

商业活动和消费者行为。同时，从计算机机理上看，算法共谋与数据滥用又是密不可分的。因此，

治理算法共谋不仅需要关注算法本身，还需加强对数据滥用的重视。

（2）算法共谋与数据滥用密不可分。Stucke 和 Grunes（2016）［11］认为，数字平台利用消费者福利

吸引和聚集大量个人数据，从而为算法操纵市场提供了条件。Petit（2017）［12］认为，以大数据作为基

础的算法程序被某些市场主体用于破坏竞争的公平性。Moore 等（2011）［13］指出，数据过度集中等

会导致算法破坏公平竞争、侵犯消费者权利等负外部性问题。袁志刚（2021）［14］指出，个人消费数

据是个人参与平台服务过程中的使用数据，由平台算法加工间接生成，且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具有

自然垄断的天性。刘艳红（2023）［15］特别指出，通用人工智能在个人数据应用的广度、深度和输出

结论上均存在滥用风险，致使监管机构对平台违法的判定常常缺乏依据。数据是算法共谋的必要

条件，针对算法共谋的治理必然需要将数据纳入协同监管中。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和数据保护

机构联合发布报告，强调竞争和数据保护目标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并提出规制者之间应该寻求

合作以克服不同目标之间的冲突（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of UK，2021）［16］。法国竞争管

理局曾与数据保护机构在苹果公司使用用户个人数据的问题上合作。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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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和电信监管机构这三家政府部门在针对大数据问题联合建议中也提出建立永久协作机制

（OECD，2020）［17］。

可以说，数据的大规模集中和滥用为算法共谋创造了条件，从而进一步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

性，因此治理算法共谋必须包括数据监管的协同措施。

2.平台算法垄断的治理策略研究

（1）平台反垄断法律规制问题。目前，针对平台数据与算法滥用的反垄断治理，大部分学者普

遍认为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修法和强化执法来适应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需求，但在具体限制

策略上，学术界意见并不统一。其核心矛盾就在于如果限制过多，则可能“一管就死”，影响平台经

济发展；而限制太少，又容易出现“一放就乱”的问题。

Hovenkamp（2020）［18］认为，在大型数字平台利用排他性手段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反垄断法律应

对这类竞争威胁起作用。唐要家和唐春晖（2022）［19］认为，反“数据垄断”政策应构建以反垄断法为

核心的多法协同体制，合理权衡竞争、隐私和创新目标，将数据、算法、平台作为政策重点，实施分

类治理并注重市场化数据共享机制的作用。殷继国（2022）［20］认为，传统的“市场结构—市场行

为—市场绩效”的反垄断法分析框架已不能适应算法垄断行为的规制需要，需要构建“市场力量—

市场行为—竞争损害”的反垄断法分析框架，确立算法垄断行为规制的标准，健全算法垄断行为的

分类综合规制模式。同时，对算法开展透明性法律规制的呼声也很高，张骏和张立森（2020）［21］、丁

国峰（2021）［22］、李丹（2020）［23］、周围（2020）［24］等提出，为防范“算法共谋”，需要修改和优化反垄断

法，建立透明性、规范性和问责等机制的法律规制政策。

但也有学者关注到，法律规制限制过多会抑制平台经济发展。金善明（2022）［25］认为，修法不

能过于关注微观的细节，不应作过多限定，否则，表面上形成事无巨细的“精致立法”，实质上是可

解释性不强的僵化条文，会限制监管执法空间，甚至抑制平台经济发展。沈伟伟（2019）［26］批判性

指出，通过大规模立法、行政、司法措施开展算法透明性的事前规制既不可行，也无必要；算法规制

采用事后问责才是得当策略。孙晋（2021）［27］、王欠欠和冀承（2022）［28］指出，必须根据平台经济演

化的动力和未来发展方向，创新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思路，实现效率提升和公平竞争的双赢，避免

出现传统监管模式下“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监管悖论。

学者们担心过度的法律规制可能抑制平台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平台反垄断治理中，应避免过

于细致和僵化的立法，而是应采用创新的监管思路来实现效率与公平竞争的平衡。

（2）事后执法向事前监管的转型。在监管手段上，传统的事后执法逐渐向事前监管转型。有

效监管需提高数据与算法的透明性和平台的参与性，这一转型被认为是应对平台垄断和数据滥用

的必要步骤。欧盟委员会在《关于数字市场法案的影响评估报告》中指出，解决数字平台所引发的

系统性问题，不能仅靠事后执法，还要依靠反垄断事前监管（European Commission，2020）［29］。随后

在《数字市场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DMA）中提出“守门人”概念，将具备潜在市场支配地位条件

的大型和超大型数字平台认定为“守门平台”，并规定“守门平台”必须遵守的多项义务，从而实现

从“事后规制”到“事前规制”的转变。Tirole（2017）［30］提出参与式反垄断方法，要求监管机构了解平

台算法的规则和指令、销售量、价格和成本等市场数据的方法，通过与相关经营者的沟通与互动，

找到恢复消费者福利的有效方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美国计算机协会则提倡建立一套算法

透明度问责机制，限制或预防算法共谋（OECD，2017［31］；USACM ，2017［32］）。事后执法向事前监管

的转型是由传统的举报到执法的静态惩罚体系，转变为由数据监测到预警的立体预防体系，由“政

府—企业”的原子式单向治理模式，转化为多方协同监管的网络化立体治理体系。刘戒骄

（2022）［33］认为，要应对数字平台的市场动态竞争变化及其对传统监管的挑战，必须调整监管框架、

理论和方法，创建新的监管工具，改善平台之间和平台内部的竞争。尚正茂（2022）［34］认为，限制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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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合意”仍然是认定算法共谋型垄断协议的基准要件，需依据算法间“信息交流”的内容识别与

场景类型来推定算法共谋的“合意”存在。唐要家和唐春晖（2022）［35］指出，反垄断事前监管应以数

据为重心，促进数据流动与开放共享，消除数据独占和排他性，从根本上动摇数据驱动的垄断势力

形成的基础。薛克鹏和赵鑫（2022）［36］认为，平台经济反垄断应该由事后规制向事前规制的管理预

防化转型，由一般向个别领域的精细化转型，由静态向动态认定的灵活化转型。韦倩和宋传弘

（2022）［37］认为，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亟需推动创新，推动平台经济的智慧监管、协同监管和信用监

管。事后执法向事前监管转型，要求监管和平台多方协同，通过创新的监管工具和技术，如算法透

明度问责机制，来预防和限制算法共谋和数据滥用问题。

（3）利用新技术实现动态立体监管。目前不少学者意识到虽然通过法律规制和强化监管政策

是一种直接有效的“刚性治理”策略，但它同时是一把“双刃剑”。其在规范市场行为的同时，却又

不利于平台技术和商业创新的发展，平台经济治理还需相对柔性的，实现平台自治、同行他治、社

会监督和政府监管为一体的市场协同共治策略。目前，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

的反垄断智能监管正在成为建立动态立体监管体系的主要方法。 Schrepel（2021）［38］和 Beck 等

（2017）［39］认为，反垄断机构还可以使用区块链来改进规制的评估和监控，促进市场分散决策和多

元参与性，消除法律与技术、企业和政府之间的隔阂，实现相互监督和制约的协同化治理。熊鸿儒

和韩伟（2022）［40］建议加快提升“以网管网”能力，重点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在反

垄断执法中的运用，建立健全智能化违法行为数字监测系统。郭广珍等（2022）［41］认为，将区块链

信任作为一种内生性信任引入现有经济体系，可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提供可信手段。武西锋和杜

宴林（2021）［42］、杨东（2020［43］；2018［44］）、郑戈（2018）［45］等都明确提出，在反垄断和市场治理方面可

将合规机制和法律直接内嵌于区块链系统中，通过代码实现一种科技驱动型的监管体系。涂永前

（2022）［46］认为，采用国家公共区块链系统应用可助力数字化服务市场更公平、更透明。虽然法律

规制和强化监管是有效的“刚性治理”策略，但它可能限制平台创新，因此，需要引入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柔性市场协同共治，实现动态立体监管。

（4）通过智慧规制兼顾平台的创新和发展。智慧规制是一种以灵活性、适应性和智能性为核心

的规制理论，旨在应对日益复杂、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该理论由 Gunningham 等（1998）［47］提

出，最初是用于环境治理，后被引入到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研究中（Wilson 和 Cali，2016）［48］。智慧规

制理论是在刚性治理与放松治理之间的一种平衡选择（Stewart，2001）［49］，主张兼顾发展与规制、创新

与监管，视治理为一种动态的、智能的过程，强调规制的多元性、参与性和自治性，以促进社会创新和

可持续发展。智慧规制理论强调多元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即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政府法规，还包括

市场机制、社会自治、行业自律等。这种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构建更为全面的治理框架，各方因

素相互作用，形成合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Gunningham 和 Sinclair，2017）［2］。欧盟在《通用

数据保护条例》等数据规制立法和政策中也充分结合了智慧规制理论（郭雳，2023）［50］。

综上所述，数字平台经济利用其网络外部性、动态调整、算法隐匿性、数据驱动以及跨界运营

等能力形成市场垄断地位，对各国传统反垄断执法形成严峻挑战，并引起国内外学者和政府的严

重关切。针对算法共谋、数据滥用等引发的垄断问题，国内外学者针对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从经

济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视角提出了方法多样的治理策略，除了较为普遍的依

靠法律刚性规制外，认为还需进一步提高平台算法行为和数据规制的透明性、协同性和参与性。

但在反垄断规制理论的应用和政策工具的使用上，目前依然主要是以政府—企业的原子式单向治

理模式和以命令—控制型为主要特征的刚性规制为主，缺乏多方主体全过程参与的灵活治理模式

的研究和设计。这既不利于保护平台各方参与主体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平台经济的创新和发

展。如何利用新型数字技术来强化反垄断事前监管和多元参与的智慧规制，已成为各国平台反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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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探索的新方向。

智慧规制理论虽富有前瞻性，但在调整监管适应性、解决执行复杂性和治理工具协同性等方

面还存在明显不足。如何实现智慧规制的多元治理策略、治理方法的动态协同和兼容？智慧规制

理论目前依然缺少不同治理策略和方法间的协同性研究，缺少有效的系统化模型支撑。还有学者

认识到利用区块链技术在分布式计算上的优势，可以在互联网数字平台的多元分散主体之间，构

建一种平台生态协同共治的技术可行性，并结合基于智能合约的动态监管机制消除由于平台数据

与算法过于集中化所带来的垄断风险。但是，相关研究目前仍处于问题、特征和区块链优势匹配

的可行性等概念探讨阶段，缺少具体的实现机制和模型设计方面的研究。

为填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以智慧规制理论为基础，结合与智慧规制密切相关的社会网

络柔性治理理论，利用区块链作为技术工具，深入系统研究针对平台滥用数据与算法行为的治理

机制，尝试创新性地设计一种能平衡发展与规制、创新与监管的柔性治理模式。

三、 平台算法反垄断柔性治理新模式构建

1.智慧规制与柔性治理的内在理论逻辑分析

智慧规制的首要原则是机制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传统治理中，命令与控制规制通常较为刚

性，而智慧规制追求的是一种能够迅速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机制。这意味着在规制时需要随时了解

环境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以确保规制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智慧规制有如下特点：一是倡导智能治

理，即通过新型技术的应用，提高治理的智能性。这不仅包括对数据的智能分析，还包括智能决策

系统的建立，以支持更加科学、精确的决策过程。二是强调多元治理，即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政府

法规，还包括市场机制、社会自治、行业自律等，这种多元性有助于构建更为健全、全面的治理框

架，各方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合力。三是鼓励广泛的参与性和自治性，不仅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需

要各方广泛参与，还强调在规则执行和监督中要有更多的自治机制，这有助于提高规制的合法性

和执行力。四是旨在促进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在规制中注入灵活性，鼓励创新和可持续

经济发展模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环境（Gunningham 和 Sinclair，2017）［2］。

智慧规制是对传统回应型法律规制的一种优化，但依然是强调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互

动、回应和逐步升级的干预策略，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中涉及的多元主体和政策工具的协同性方

面还存在诸多限制条件。因此，本研究引入社会网络理论中的柔性治理理论来弥补这些缺陷。

柔性治理作为一种灵活的、动态的、基于网络结构的治理理论，主要关注在社会网络中个体或

组织之间的关系、互动和结构，并通过这些关系来实现协作、协调和决策，常用于社会和生态治理

（Duit和 Galaz，2008）［51］。柔性治理与智慧规制在理念上有很多相识之处，包括适应性与灵活性、参

与性决策、智能化技术的运用、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不同之处在于，柔性治理更强调社会各

个方面的参与和自治，更注重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

社会网络柔性治理的主要特征包括：（1）分散式决策即决策权力分布在网络的多个节点上，使

得在网络中的不同部分能够更灵活地作出决策，而不依赖于传统的集中化权威。（2）协同治理即社

会网络中的节点之间可以通过协同行为来实现治理，协同治理强调通过网络中的多个节点之间的

相互合作和协调来制定和实施规则和决策。（3）自组织性即柔性治理可能涉及网络的自组织性，网

络中的节点能够根据环境和需要自动调整和协调，这种自组织性使得网络能够适应变化。（4）去中

心化组织即柔性治理可能与去中心化组织结构相联系，去中心化组织通过社会网络中的分布式权

力和决策机制来实现管理，而不是依赖于传统的层级式组织结构（Duit 和 Galaz，2008［51］；Pierre，
2012［52］；Tan 等，2022［53］）。社会网络柔性治理的优势得到广泛研究和讨论，在生态、社会、政府治理

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践应用（Linkov 等，2018［54］；Krogh，20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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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智慧规制与柔性治理在理论逻辑上存在较大的一致性和互补性。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

将智慧规制理论和社会网络柔性治理理论相结合，运用区块链技术创新性地设计一种针对平台数

据和算法垄断行为的柔性治理模式，实现自我规制、政府规制和第三方规制的多元治理，强化政

府、被规制者和第三方相关主体间的协调作用。通过多重政策工具的组合协同，取得成本更低、效

率更高的治理效果。

2.平台算法反垄断柔性治理模式的总体框架

本研究结合智慧规制与社会网络两种理论，针对平台数据与算法反垄断治理中的现实问题构

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柔性治理模式，具体设计思路是：首先，将三层委托代理模型（Principal-
Monitor-Agent Model，PMA 模型）（Laffont 和 Tirole，1991）［56］应用到平台企业滥用数据与算法的市场

垄断行为规制中，特别是通过监督人机制采取对规制对象特殊化和动态化界定规制对象的方式强

化对“守门人平台”（李晓楠和王嘉徽，2022）［57］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行为规则监管，重点关注超大型

平台的具体行为。其次，利用区块链网络对等、数据安全、信息一致性高等特性，改善监督者与代

理人的信息对称性；利用实用拜占庭容错共识算法（PBFT）（Castro 和 Liskov，2002）［58］可随机选举共

识节点的特性，在同行平台中动态选举多元监督者，使监督者不只限定为监管机构。而同行平台、

消费者、经营者等多元主体都可用违规举证方式实现对“守门人平台”的数据与算法行为监督，进

一步优化市场监督的公正性、公平性和透明性。最后，本研究采用证据实证方法体系的自证法、他

证法和印证法（汪振林和吴思颖，2013）［59］，即利用平台自证、相对交易人违规举证、同行随机他证

和监管核查印证方法将监管焦点从个人信息和平台企业商业信息，抽象到合规证明信息，利用哈

希证明机制实现在非交互系统环境下，实现对“守门人平台”算法行为的分布式状态观察，实现自

证、他证、举证和印证数据在时间连续性和空间一致性上的逻辑自洽，从而提高平台反垄断监管的

效率。总体设计思路和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总体设计思路和框架

引入区块链技术旨在利用新型分布式技术实现生产、消费与监管三者间的协同，具体实现方

案由构建平台算法行为自证模型、构建平台算法行为随机他证模型、构建平台算法行为举证与核

查印证模型和构建多元动态协同共治网络四部分构成。

（1）构建算法行为平台自证模型，实现平台规范自治。本研究通过对哈希证明机制、区块链轻

节点技术研究以及对数字平台常见的算法结构和行为解析，设计一套平台数据与算法程序化使用

的状态观测机制和平台算法行为自证模型。通过该模型将企业运营规范代码化、透明化，实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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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运营行为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和自证清白的自治管理。

平台算法行为自证，从证据证实方法体系上属于自证法①。而本文提出的算法行为自证模型，

则是对自证法的一种系统化实现。其核心是基于在平台交易中存在时间连续性和空间一致性的

行为特征，在交易达成前，向区块链网络广播其算法的静态结构、输入数据和输出结果的哈希证明

数据，并宣告其交易行为合规。自证数据具备时间连续性和空间一致性特征，其治理方式属于事

前治理。而可证明平台宣告真实性的原始数据由平台自行存储保管，但需要提供事后核查印证接

口，以实现反垄断事前自证、事中他证、事后核查的全过程动态监管机制。

自证的过程是在平台历史交易（T0）和交易行为发生前（T1）、中（T2）、后（T3）等时间序列上和平

台服务器端 S1、消费者端 S2、经营者端 S3等数据空间上开展的主动合规行为证明，其技术原理是实

现一种非交互系统下的哈希证明机制（刘峰等，2021）［60］。自证主要包括：产品结构和价格计划自

证（PoP），差别待遇算法自证（PoDi），拒绝、限制交易算法自证（PoR）和滥用个人信息自证（PoU）等。

证明内容包括在产品搭售、不公平价格行为、低于成本价销售、差别待遇、拒绝或限制交易等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常采用的产品推荐算法、报价算法、流量控制算法等程序结构，产品结构，静

态价格结构，动态价格结构，交易达成条件，拒绝或限制交易理由，个人属性数据，个人消费数据，

关联历史交易等自证数据。并通过时间连续性和空间一致性的哈希证明后，向区块链共识网络广

播。平台算法行为自证模型如图 2 所示。

图 2　平台算法行为自证模型

平台算法行为自证是利用计算机代码在算法执行过程中，拥有确定性、可行性和有限性等特

征，即：保证在相同的输入数据和算法执行代码下，拥有必然相同的输出结果。在无需暴露核心算

法内容的前提下，通过对算法程序静态结构、输入数据和输出结果的状态观测和哈希证明，实现常

态化的合规自治管理。平台算法行为自证本质上是在信息不对称下的一种“自证清白”行为，通常

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自证清白”的方式减少因外界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风险并获

取更多资源（丁亚楠和王建新，2021）［61］。当算法、数据已成为企业核心资产时，平台企业只有率先

①　自证法：指运用单个实质证据证明单个实质证据本身真实性的自我证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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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部分信息不对称，证明其不存在“算法共谋”现象，才能消除公众、合作伙伴、政府等社会质疑，

避免后续产生更大的运营风险。

（2）构建共识节点的随机他证模型，实现同行他治。本研究通过对区块链 PBFT 共识算法与平

台他治方法的融合设计，设计一套在共识节点中嵌入随机时空一致性证明的反垄断行为他证模

型。通过该模型同行平台节点可随机验证平台行为自证的真实性，从而维护整个行业市场的公平

性和规范性，实现平台经济的相互监督和同行他治。

共识节点是区块链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担负着交易合规性验证、区块链数据打包上链，

全网数据一致性验证的重要责任。根据共识算法不同共识节点的选举也不尽相同，例如，在比特

币网络中采用工作量证明（PoW）选举出算力最强的节点为共识节点。在本研究中，由于采用 PBFT
共识算法，因此是在有限参与节点中利用随机方式实现共识节点的选举。

共识节点的随机他证模型，从证据证实方法体系上属于他证法①。本研究通过嵌入区块链共

识节点中的他证模型实现对平台行为自证真实性的第三方随机辅助证明。他证共识节点从网络

中其他守门人平台中随机选举而出，从而保障了他证公正性。辅助证据则由体现交易时间序列变

化的时间戳、平台数据空间变化的数字签名和算法行为自证哈希构成，且利用 PBFT 保障各节点上

辅助证据的一致性和防篡改。他证模型可实现对产品结构和价格计划自证（PoP），差别待遇算法

自证（PoDi），拒绝、限制交易算法自证（PoR），以及滥用个人信息自证（PoU）的第三方验证。他证结

果将写入区块链的平台交易合规性的全局状态中，如果出现交易违规、证据不一致、证据缺失等现

象，共识节点将向市场监督节点主动举证和报告，其治理方式属于事中治理。平台算法行为随机

他证模型如图 3 所示。

图 3　平台算法行为随机他证模型

政府市场监管部门受公众和立法机构委托，承担市场违法行为的他治职责，是点对点的原子

式社会责任治理模式。但在流量与交易大爆发的平台经济时代，由于信息不对称，治理边界动态

性和平台网络复杂性陡然加剧，点对点的原子式社会责任治理成本、效率和能力都面临巨大挑战

（肖红军和李平，2019）［62］。而基于共识节点的随机他证模型，则是利用区块链技术在平台经济参

与主体（守门人平台）间，建立共建、共享、共商、共生与共治的行业责任共同体，并利用共识算法将

PMA 固定监管委托关系，迁移到行业责任共同体网络中，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责任型平台

①　他证法：指运用辅助证据对实质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进行审查的证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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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现高效治理和健康共赢的商业生态。

（3）构建举证与核查印证模型，实现社会和政府他治。本研究通过对 DAPP①技术与平台交易系

统的融合设计，以及哈希一致性证明算法和市场监督核查印证方法的融合设计，设计一套相对交易

人违规举证和可在平台自证、相对交易人举证和同行平台他证之间实现三方证据一致性的核查和印

证模型。帮助市场监管机构建立流程化、标准化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动态高效监管体系。

举证模型从证据证实方法体系上同属于他证法，是利用客观辅助证据，证明平台自证存在违

规现象。举证是经营者、消费者在发现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出现破坏市场公平、损害消费

者利益的现象时，向市场监督节点实现“一键举证”过程，其治理方式同属事中治理。

核查印证从证据证实方法体系上属于印证法②。印证是在接收到举证后，通过区块链的链上

平台自证数据、结合举证数据以及平台原始数据进行的三方证据的核查验证过程，其治理方式属

事后治理。

本研究将市场监督机构作为区块链网络节点的一员，利用节点间数据自动一致性同步机制，

可自动获取自证、他证的哈希证明数据和平台交易合规性的全局状态。对其中全局状态异常情况

进行针对性调查。调查过程通过核查印证模型，自动完成经营者、消费者客户端和同行共识节点

取证和一致性比对工作；对于进一步的调查取证，政府监管节点可通过对平台原始证据的重算哈

希，并与平台自证证据、区块链链上证据进行一致性比对，实现多方的自证、举证和印证的证据时

间连续性和空间一致性检查。平台算法行为举证与核查印证模型如图 4 所示。

图 4　平台算法行为举证与核查印证模型

核查印证模型是一种事后监管，是对事前平台自证、事中同行他证异议和相对交易人举证的

最终验证和判定，其充分利用哈希算法的验证速度快、成本低和数据不泄露等技术优势，为市场监

督机构提供自动化合规交易证明、判定和核查能力。采用区块链举证与核查印证模型的市场反垄

断动态监督体系是一种全数字化、流程化、高效、互为制约的政府他治方法，在提升反垄断民事诉

讼原告的举证能力的同时，也在守门人平台头上悬挂了“达摩克里斯之剑”，倒逼平台企业开展规

范化的交易行为，并鼓励消费者、经营者、平台等社会参与方形成相互监督的共同治理模式。

（4）利用智能合约技术，构建多元动态协同共治网络。本研究通过对智能合约技术与网络化

柔性治理模式的融合设计，设计一套可将平台运营规则、行业规范、交易协议、合作协议和法律条

①　DAPP 是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的简称，即：去中心化应用或分布式应用。

②　印证法：指用某一实质证据证明另一实质证据真实性的证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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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等数字化为智能合约约束机制。建立企业责任、行业责任、社会责任和监管责任之间相互监督

和制约的协同化行为规范，实现平台自治、同行他治、社会监管和政府监管的多元动态协同共治。

智能合约概念是 1996 年 Nick Szabo 最早提出，是用于在数字自由市场中执行合同条款的交易

计算协议。最早成功将智能合约推向商用化的是以太坊智能合约，它是一套可在分布式环境下安

全自由部署、运行、内容防篡改，具备图灵完备性的代码执行引擎。在区块链 2.0 时代，智能合约已

成为分布式应用（DAPP）的核心组件，成为数字资产衍生品复杂交易的执行单元。

智能合约的灵活编程的特性，具备将规则、协议、规范乃至法律条款嵌入合约代码中的可行

性，通过平台交易行为触发合约的自动化合规验证机制，智能合约根据验证结果维护平台交易合

规性的全局状态，并持续进行状态监测。智能合约是在平台垄断行为尚未产生重大影响之前便识

别其信号并作出及时反应的数字化约束机制。

智能合约的分布式部署、代码公开透明的特性，使平台企业、经营者、消费者、同行平台、市场

监管机构等多元主体，都可通过智能合约代码，相互审视企业责任、社会责任、行业责任和监管责

任的贯彻实施，形成相互监督和制约的协同化行为规范。由于智能合约代码是平台市场行为准则

的实例化，并不涉及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从而保障行为规范的良性发展。

采用智能合约可在分布式网络中完成数据与算法行为证明，为反垄断柔性治理提供公平公正

的治理环境；智能合约也可安全调用区块上历史证明数据，为市场监督核查提供完整验证和评估

的证据链；智能合约验证采用哈希证明机制，在个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的零和博弈之间，加入算法证

明信息，改善多方合作性，平衡信息对称与隐私及商业机密保护之间的矛盾，为反垄断柔性治理提

供平台算法行为信息对称的有效数据载体。多元动态协同治理网络如图 5 所示。

图 5　多元动态协同治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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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技术政治”“代码即法律”等观点不断涌现，都强调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将深度影响社会

治理策略。其中将法律与规则嵌入数字平台底层代码逻辑中，通过规则设定、程序设定、管理设

定，自动化地保障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实施是数字化企业管理的核心（汪旭晖和张其林，2016）［63］。

在多元动态协同共治网络中，影响平台垄断行为判定的平台运营规则、消费者交易协议、经营者合

作协议、行业规范和法律条款等，都将被写入智能合约和区块数据结构中，规则、协议、规范、法律

的约束与限制将自动呈现从弱到强的动态柔性治理模式。智能合约为平台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

创新和灵活市场环境，在法律规制底线之上，叠加企业责任、行业责任、社会责任和监管责任，从而

更有效地破解产业发展活力与监管强度之间平衡的市场管理难题。

四、 结论与展望

1.研究结论

本研究将智慧规制治理理论和网络柔性治理理论相结合，提出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针对平

台数据和算法垄断行为的柔性治理方案，以解决当前平台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难题。具体包括：第

一，针对“算法黑箱”与数据滥用判定难的问题，本文通过解构平台算法行为，提出了分布式的行为

状态观测机制，以实现反垄断行为事前自证、事中他证、事后核查的全过程动态监管，为违法判定

提供依据。第二，针对相对交易人自主举证难的问题，本文融合了区块链 PBFT 共识算法与平台他

治方法，设计了自证模型与随机他证模型，在平台经济参与主体间同时实现平台自治与同行他治。

第三，针对事后执法面临失效风险问题，本研究融合了 DAPP 技术与平台交易系统、哈希一致性证

明算法与市场监督核查印证方法，设计了三方证据一致性的核查和印证模型，帮助市场监管机构

实现流程化、标准化的事前、事中与事后全过程动态监管体系。第四，针对刚性治理限制平台创新

积极性的问题，设计了平台经济多元主体相互监督和制约的协同化行为规范，实现平台自治、同行

他治、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管约束强度逐级释放的治理架构及运行机制。总而言之，以上研究为加

快建立平台市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平

衡平台经济发展与规范、创新与监管的现实矛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

2.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揭示了智慧规制与社会网络柔性治理的内在理论逻辑，即两种治理理论在灵活性

和多元治理方面存在较大的一致性和互补性。通过将智慧规制和社会网络柔性治理相结合，本文

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柔性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不仅增强了治理的

灵活性，还提高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提供了一条新的反垄断治理路径。

其次，本文拓展了智慧规制理论的应用范围。传统的智慧规制理论在应用过程中对规制主体

和客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合作意愿和政策工具协同性等方面有较为严格的限制。然而，本文将多

元主体纳入到网络分布式环境中，使智慧规制理论在解决复杂规制问题时，兼具社会网络柔性治

理的优势。具体而言，本研究在保证规制过程的灵活性与适应性的同时，还满足了动态性与协同

性的需求，扩展了智慧规制理论的实际应用场景。

最后，本文揭示了当前平台反垄断治理中的监管悖论问题，并从智慧规制的理论视角详细阐

述了解决当前五大治理难题的技术方案。这些难题包括“算法黑箱”问题、滥用消费数据判断难、

举证难、监管滞后、限制平台创新性等。本文的研究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问题、特征和技术可行

性等概念化分析的不足，提供了更加具体和可操作的技术解决方案，丰富了平台反垄断治理的理

论与实践。

本文不仅丰富了智慧规制和社会网络柔性治理的理论体系，还为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治理提供

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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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建议与管理启示

信任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前提，信任关系的建立涉及普遍的社会规范和制度。但在管理主权分

散、信息不完全的平台经济市场环境中，要建立相对交易人、平台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单靠政

府—企业的原子式单向治理模式还远远不够。本文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平台经济治理领域，在保证

系统秩序稳定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公正的方式激发社会的创新需求，并为政府和平台企业的算法

反垄断治理实践提供重要参考。

（1）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可以考虑强化智慧规制，采用智慧规制理论并结合社会网络柔性治

理理论，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对平台数据与算法的柔性治理。这不仅能够确保系统秩序的稳定，

还能避免传统刚性规制方式带来的监管悖论。其次，政府可以统一建立分布式算法行为观测机

制，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的时间连续性和空间一致性优势，解构平台算法行为，从而提高对平台垄

断行为的监管能力。最后，政府应着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主导建立一个包括平台企业、

经营者、消费者、同行平台和市场监管机构在内的协同治理网络。通过推行 PMA 三层委托代理模

型，政府可以实现全过程的监管体系，包括事前平台自证、事中同行他证和相对交易人举证、事后

监管印证等环节。

（2）管理启示。首先，平台企业应主动拥抱区块链技术，通过提高算法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提

升信任水平，优化内部管理和外部合作关系，增强市场竞争力。其次，平台企业应积极参与政府主

导的市场协同治理体系，与政府、同行平台、消费者及市场监管机构等多方主体合作，确保自身算

法行为的合规性和透明度。最后，平台企业应自主推动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通过不断优化业

务流程和服务质量，推动企业自身和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适应动态的市场环境，实现可持续的

竞争优势。

4.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的智慧规制理论在规制主体的持续互动性和政策工具的协同性方面存在诸多限

制条件，虽然本研究引入了社会网络理论中的柔性治理理论来弥补这些缺陷，但也有扩大治理关

系复杂性的风险。特别是从政府—企业的原子式单向治理模式转变到柔性治理的政府—企业、

企业—企业的网状结构，规制过程从直接到间接，可能降低规制效率。因此，该理论更适合在需

要兼顾发展与规范、创新与监管的治理环境中运用，是平衡单一效率与整体效果的优化治理

模式。

此外，由于平台数据与算法的反垄断治理过程涉及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治理关系，且

包含个人信息数据和企业商业数据，因此难以获取相关的实证数据。虽然本研究通过区块链技术

的应用设计了一套可在平台、政府和其他第三方主体间部署和执行的治理方案，但该方案还需要

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来证明其对平台数据与算法反垄断治理的技术可行性和有效性。

目前智慧规制理论已在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数据规制立法和政策中得到初步应用。

在国内，智慧规制理论也在个人信息保护、金融监管等领域有所尝试。在这一趋势下，可以预期，

智慧规制理论不仅将在数据保护领域有较快发展，而且在其他领域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平台经

济治理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智慧规制理论、柔性治理模式与区块链技术的结合运用将为建立更

加灵活、适应性强的治理体系提供可能性，使得法规与技术创新之间能够更好地平衡，以更好地适

应快速变化的科技和社会环境，促进我国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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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nopolistic behaviors observed within platform markets，which often utilize opaque algorithmic processes 
described as ‘black boxes，’ exhibit notabl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lack of transparency，remarkable operational 
efficiency，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harm，and a pronounced reliance on multiple stakeholders，thereby rendering the 
challenge of platform anti-monopoly governance a pressing global concern that warrants immediate attention. The 
conventional governance structure，which is typically characterized by a simplistic “government-enterprise” approach that 
operates in a linear and unidirectional manner，along with the inflexible regulatory methodologies that predominantly 
embody a command-and-control framework，tends to inadvertently create a regulatory paradox encapsulated by the adage of 

“tight control leading to stagnation and chaos ensuing upon relaxation of oversight.”  Consequently，the imperative to 
achieve an equilibrium between foste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 regulation，as well as 
balancing innovation with appropriate oversight mechanisms，represents a critical issue that necessitates urgent resolution 
within the realm of contemporary platform economy governance.

This research endeavors to explore this pressing issue through the lens of smart regulation theory，integrating insights 
from flexible social network governance frameworks，and employ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as an innovative tool to advance 
a dynamic and adaptable anti-monopoly governance model tailored specifically for the governance of platform data and 
algorithmic processes. Firstly，by deconstructing platform algorithmic behavior and leverag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s 
advantages in temporal continuity and spatial consistency，a state observation mechanism for distributed algorithmic 
behavior on platforms is established. Secondly，the model adopts a network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radigm and the 
PMA （Platform-Manager-Agent） three-tier principal-agent model，integrating a comprehensive regulatory system that 
encompasses pre-event platform self-certification，mid-event peer verification and relative transaction party evidence 
provision，and post-event regulatory confirmation.Finally，by establishing a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behavior 
among diverse platform economy stakeholders that emphasizes mutual supervision and checks，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are designed to progressively release the constraint intensity from platform self-regulation to 
peer regulation，social oversight，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To this end，the study first endeavors to dissect and analyze the 
operational behaviors of platform algorithms，leveraging the intrinsic advantages offered by blockchain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its capabilities related to temporal continuity and spatial consistency，in order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state observation mechanism that effectively monitors the distributed behaviors exhibited by these 
algorithms within platforms.Furthermore，the research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etwork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augmented by the PMA three-tier proxy framework，to facilitate an all-encompassing process for the supervision and 
verification of various stages of platform self-certification，peer certification，and subsequent oversight and validation，
thereby ensuring a robust and transparent regulatory environment，and ultimately culminating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llaborative code of conduct that empowers diverse stakeholders within the platform economy to engage in mutual 
supervision and control，thereby gradually enhancing the autonomy of platforms while simultaneously instituting a system of 
peer governance，social oversight，and governmental regulatory constraints that collectively shape the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and operational dynamics of this evolving economic landscape.

This manuscript elucidates the inhe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mart regulation and adaptable governance within 
social networks，particularly concerning flexibility and multifaceted governance. The two concepts exhibit considerable 
alignment and mutual reinforcement in these domains.By integrating smart regulation with adaptable governance of social 
networks，this manuscript presents an innovative anti-monopoly adaptable governance model for the platform economy，
underpinned by blockchain technology.This model not only augments the adaptability of governance but also enhances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various stakeholders，thereby offering a novel approach to anti-monopol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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